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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画坛，关
于中国画的发展争论颇为激
烈。争论的焦点无外乎“传
统与创新”和“中西绘画互
融”两大问题。概而言之，其
实就是对传统中国画如何革
新的问题。

二十世纪初，康有为批
评中国画：“中国画学，至国
朝而衰敝极矣，岂止衰敝，至
今郡邑无闻画人者。其遗余
二三名宿，摹写‘四王’

‘二石’之糟粕，枯笔数
笔，味同嚼蜡，岂复能传
后，以与今欧美、日本竞胜
哉？”康有为的观点主要是批
判当时的中国画“过分摹
古”，忽视了新形象的塑造。
这和鲁迅先生的观点基本一
致。鲁迅认为中国画“两笔是
鸟，不知是鹰是雁？两点是
眼，不知是方是圆？”他们不
满画坛的因循守旧，是有一
定道理的。他们对中国画的
健康发展的殷切希望，是值
得肯定的。

刘勰说：“歌谣文理，与
世推移。”文学如此，绘画也
一样。石涛说“笔墨当随时
代”，道出了中国画历久弥新
的奥秘。中国文学有汉赋、
唐诗、宋词、元曲等的变化发
展，绘画亦有“荆关”“董巨”

“元四家”和“明四家”“清四
僧”等不同审美风貌的演变。

中国画既然是个开放的体系，它的发展就是无止
境的。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往往是艺术特色或美学思
想的嬗变，每一次新变，都会出现新的里程碑，但没有
什么难以继续发展的顶峰。因此，我们不能说元代的
山水画就低宋代一筹。“环肥燕瘦”各美其美，谁也取代
不了谁。

但是，明清以降，山水画界虽然也诞生了一些较有
影响的画家，但总体成就让人感觉不如宋元。何也？
一言以蔽之，就是在发展上走偏了路。这条偏路就是

“极端崇古”而失去了自己的面目。
这一派代表人物大都信奉董其昌的绘画宗旨，致力

于崇古摹古，尤其是对“元四家”的崇拜，可谓到了无可
复加的地步。他们大多重笔墨，把古人的丘壑搬前移
后，力图达到一种元人早已达到的审美境界。对这种僵
化的局面，虽有石涛的大声疾呼，但终究没有大的改变。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在二十世纪初的一番
“百家争鸣”后，中国画又重新走向了适合自身发展之
路。徐悲鸿等提出了融合中西的“改良”说，潘天寿等提
出了“中西绘画拉开距离”说。概而言之，前者的宗旨，
就是要通过吸收西方写实造型体系来改造中国画之旧
有面貌；后者坚持在传统的基础上走出一条具有民族
文化特色的创新之路。这两种观点各有千秋，不可用非
此即彼的态度对待之。

中华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历经数千年而不衰，很
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它能够在传承中不断创新。对于古
代优秀文化遗产的继承，是发展创新的重要前提。张
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论道：“古之画，或能移其形似
而尚其骨气，以形似之外求其画……上古之画，迹简意
淡而雅正，顾、陆之流是也；中古之画，细密精致而臻
丽，展、郑之流是也；近代之画，焕烂而求备；今人之画，
错乱而无旨，众工之迹是也。”他把上古、中古、近代和
今人之画进行对比，彰显了他崇古、师古的观点。赵孟
頫以其“古意论”而名垂美术史册。他说：“作画贵有古
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今人但知用笔纤细，傅色浓
艳，便自为（谓）能手，殊不知古意既亏，百病横生，岂可
观也。”“古意既亏，百病横生”，他认为愈古的作品愈雅
正淳厚，应是当代艺术创作的航标，正所谓“画不师古，
如夜行无烛”。忽视古之雅正纯朴，往往会让艺术走向
流俗浅薄。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中国画的发
展完善必须根植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可以说没有
继承就没有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

在古今文学艺术长廊里，天真烂漫的儿童构
成了一道耀眼的风景。一提起唐代儿童，我们往
往首先会想到诗文里天才秀发的骆宾王、王勃、
薛涛等人。事实上，唐人小说中也不乏儿童的身
影，其中既有对儿童生活的描绘与再现，又有儿
童个体形象与文人自我情感的呈现，具有丰富的
文化内涵。

敏而早慧的神童

和前人一样，唐人小说家也热衷于将一些出
类拔萃的早慧少年搜罗笔下，这类儿童从小便流
露出异于常人的聪明才智，他们熟读典籍，善作
诗赋。比如《朝野佥载》“毛俊男”条：“并州人毛
俊诞一男，四岁，则天召入内试字，千字文皆能暗
书。”同书“元嘉”条：“元嘉少聪俊，右手画圆，左
手画方，口诵经史，目数群羊”，时人誉之“神仙童
子”。此外，《邺侯外传》也强调传主李泌“书一览
必能诵，六七岁学属文”。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
期还出现了对聪慧女童的记录，比如牛僧孺在
《玄怪录》中叙自己女儿牛应贞“少而聪颖，经耳

必诵。年十三，凡诵佛经三百余卷，儒书子史又
数百余卷，亲族惊异之”，字里行间不难感知父亲
的欣喜和骄傲。

不过不同于魏晋时期对儿童思辨能力的推
崇，唐人更多的是对儿童诗才的褒扬。这方面最
典型的例子莫过于神童刘晏，《明皇杂录》载，“时
刘晏以神童为秘书正字，年方十岁，形状狞劣，而
聪悟过人。玄宗召于楼中帘下，贵妃置于膝上，
为施粉黛，与之巾栉。玄宗问晏曰：‘卿为正字，
正得几字？’曰：‘天下字皆正，唯‘朋’字未正得。’
贵妃复令咏王大娘戴竿，晏应声曰：‘楼前百戏竞
争新，唯有长竿妙入神。谁谓绮罗翻有力，犹自
嫌轻更著人。’玄宗与贵妃及诸嫔御欢笑移时，声
闻于外，因命牙笏及黄文袍以赐之”。

大量善于记忆的儿童形象的出现，与唐代科
举制度息息相关。唐代鼓励儿童早习儒家经典，
虽官学系统并未设置童蒙教育，但有私学补足，
几乎村村有私塾，为蒙养教育提供了基础条件。
且唐代科举考试中特设有童子科，据《新唐书》
载：“凡童子科，十岁以下能通一经及《孝经》《论
语》，卷诵文十，通者予官；通七，予出身。”与进

士、明经并列为“岁举之常选也”。官方的大力提
倡，让唐代的蒙学氛围十分浓厚，唐人小说中的
这些自小熟读儒学经典、能诗善赋的神童形象，
某种程度上是“人家不必论贫富，惟有读书声最
佳”（翁承赞《书斋漫兴》）的写照。

身怀绝技的艺童

唐人小说还记录了一批身怀绝技的儿童，这
类孩童不以诗文才赋取胜，而以一技之长闻名。
如《杜阳杂编》卷中载：“上降日，大张音乐，集天
下百戏于殿前。时有妓女石火胡，本幽州人也，
挈养女五人，才八九岁。于百尺竿上张弓弦五
条，令五女各居一条之上，衣五色衣，执戟持戈，
舞《破阵乐》曲。”又，《东城老父传》中“神鸡童”贾
昌之事，贾昌七岁便“矫捷过人，能抟柱乘梁，善
应对，解鸟语音”。因善于训鸡得玄宗赏识，其父
去世后也因贾昌得以厚葬。贾昌甚至穿上斗鸡
服与玄宗温泉相对，享尽荣华富贵。民间有歌
曰：“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贾家小
儿年十三，富贵荣华代不如。”这种现象是唐代斗
鸡风气盛行在小说中的反映。《新唐书·五行志》
载：“玄宗好斗鸡，贵臣、外戚皆尚之。”自上而下
地在民间掀起了一股斗鸡热潮，而斗鸡往往需要
投入大量的金钱支持，《酉阳杂俎》续八《支动》中
记载一“河北军将”花费二百万钱买下一只斗鸡，
可见其昂贵非常。

贾昌在文末有一段反思性话语，这实质是作
者对当时社会政治现象发表的评论，陈鸿本是史
官出身，他用这种方式，抨击玄宗荒诞离奇、穷奢
极欲的行为。

除了斗鸡，唐人小说家还记录了像聂隐娘这
样身怀绝技、武艺高强的女童。聂隐娘十岁被一
尼姑带走，与另两位女童在洞中学艺，她们“皆聪
明婉丽，不食，能于峭壁上飞走，若捷猱登木，无
有蹶失”。聂隐娘接受了尼姑的丹药、宝剑，在此
学艺一年后便能刺猿猴、取虎豹头颅，三年后便
能飞起刺飞禽，成为一个快意恩仇的传奇女侠。

值得注意的是，聂隐娘的形象折射出的唐代
社会环境状况。儿童本是“父本位”权力形态下
的服从者，更何况是女童，这样的角色身份设置
既反映出唐代后期藩镇割据，政治黑暗，游侠思

想盛行，人们对那些行侠仗义、来去自由的游侠
儿女的崇拜，亦有道教思想在唐代文学中的渗
透。足见在唐传奇中，小说家用儿童作为故事的
承载者，有意识地用儿童天真烂漫的天性与拥有
神异技能的反差来设置角色在文本中的结构位
置，以达到夸张、放大地反映社会风气的作用。

出身不凡的仙童

还有一类儿童出身非凡。他们或为仙女所
生，如《田昆仑》中的田章为天女所生之子，因天女
不忍母子分别，将田章带至天庭抚养，天帝喜爱

“乃教习学方术伎艺能”。田章带着天帝所赐文书
八卷返回人间，后为天子宰相。或是其母梦中受
孕所生，为凸显他们的奇特，作者在其诞生之时便
为其安排一个特别的亮相，如《墨昆仑》中墨昆仑
的降生便颇具神异色彩，“母怀妊之时，曾梦胡僧
携一孺子，面色光黑，授之曰：‘与尔为子，他日必
大得力。’既生之，眉目稜岸，肌肤若铁。”后果然协
助赵王免于燕王之难，被授予光禄大夫。又如《司
命君》“母因梦天人满空，皆长丈余，麾旆旌盖，荫
其居宅，有黄光照其身，身若金色，因孕之而生”，
司命君一生下来便“张目开口，若笑之容”。又或
是神仙转世投胎，如《擒恶将军》中的天神游察使
者之子擒恶将军托生人间时便是其母与一位“衣
锦衣，乘白马，侍从百余人，皆携剑戟过之”的神秘
人而生，别时谓其母赵氏曰：“当生一子，为明神，
善保爱之”。其子一出生便相貌奇特：“发赤面青，
遍身赤毛，仅长五寸，眼有光耀”，长至七岁后即飞
升上天为东方擒恶将军。

小说家们之所以为仙童安排奇异的出身，往
往是为了烘托神仙童子金光闪闪的人生经历。正
如史学家塞尔托在《历史书写》中所言：“形象
的构造是基于语义元素进行的。因此，为了表明
英雄人物的英勇行为和高尚情操的神圣来源，圣
人生平通常会赋予英雄人物以崇高的出身。”为
显示其命中便为天选之子，仙童往往自小身上带
着某种神秘的使命感。如司命君长至十五六岁时
便突然消失，“盖游天下，寻师访道矣。不知师
何人，得神仙之诀。”《王法进》中记载王法进儿童
时期便好道学，年幼在古观中玩耍，“其嬉戏未尝
轻侮于尊像，见必敛手致敬，若有凛惧焉。”以及擒
恶将军被其母藏于密室长大，但至七岁时，“其儿
忽长一丈。俄又自空有一大鸟飞下，儿走出，跃上
鸟背飞去。”

稚童，在传统文学的园地里，他们只是占着
小小的一角。然而，当他们以敏捷的才思、出众
的技艺脱颖而出时，立刻吸引了文人的注意。文
人之笔捕捉、记录下儿童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
构筑了一个明净、纯朴的童稚世界，让自己，也让
世人那颗焦躁不安的心灵在这童稚的世界里得
以休憩，同时也让后来的成人拥有了一个可以永
远回望的精神家园，这或许是唐代文人笔下儿童
形象的魅力所在。

唐人小说中的儿童图鉴
●谷文彬 谢香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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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是否为晚唐著名诗人杜牧所作，歧见
纷纭。唐代文学学会会长陈尚君教授声称，《清
明》“应该是南宋后出现于民间，到《千家诗》方附
会给杜牧”（《唐诗求是》）。2020年4月，在接受
《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陈尚君重申旧说——“此
诗写于宋代”（《〈全唐诗〉49403首，伪诗很多》，
《南方人物周刊》第9期），理由有二：一是杜牧文
集及《全唐诗》中均未收此诗，二是唐人重寒食而
宋人更重清明。罗漫教授不认同陈说，撰文《杜牧
〈清明〉是宋诗吗》（《光明日报》2021年5月24日
13版），认为《清明》被长期误读、唐代“清明”被误
解，从宋初宋祁词的化用和乐史《太平寰宇记》的
记载来看，作者的署名权仍应归于杜牧。罗文角
度新颖，给人以启迪，然而百密一疏，尚有可商榷
之处。

罗文首先论证唐人寒食与清明并重，将“《清
明》理解为专咏‘清明节’甚至是扫墓归途或见人
扫墓而伤感的诗篇，都是学术史以及接受史上一
个长期未曾觉察的极大误会”，从而推断《清明》不
是宋诗。《礼记·王制》曰：“陈诗以观民风。”但由民
风习俗来反推诗歌的写作年代，是一种看似可行
但并不可靠的方法。因为百里不同俗，千里不同
风，更不用说跨越数百年时间的两个朝代，从民俗
的异同来反推作者的归属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
系。不论是唐人双节并重，还是宋人偏重清明，都
不能据此推断出《清明》作者的唯一性和必然性。
顺带插一句，缪钺《关于杜牧〈清明〉诗的两个问
题》（《文史知识》1983年第12期）质疑《清明》作
者归属的两大理由之一，是“文”韵的“纷”与“魂”
韵的“魂”“村”通押，不合唐人用韵习惯。从用韵
来反证与从民俗来反推，二者在逻辑上犯了同样
的错误。王力说，“宋人的首句用邻韵似乎是有意
的，几乎可说是一种时髦”，但这种风气“中晚唐渐
多”（《王力文集》第十四卷《汉语诗律学（上）》），并
列举中晚唐张籍《寄李渤》、韩偓《题宫门》等七绝
为证。

罗文又紧扣宋初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九十昇
州所记“杏花村在（江宁）县理西，相传为杜牧之沽

酒处”，引刘学锴《唐诗选注评鉴》之说，“可证此前
已有杜牧沽酒于杏花村之传说，则此诗传为杜牧
作在五代时或五代前即已如此”，认为杜牧沽酒江
宁杏花村，“在没有出现颠覆性证据之前是可以信
从的”。这也并非无懈可击，因为杏花村的属地与
《清明》必为杜牧所作，二者不存在因果逻辑关系。
假设《太平寰宇记》所载为真，也只是记录杜牧沽
酒杏花村，而未引用《清明》诗。所以连刘学锴也说
此诗著作权“尚有争议”。刘永翔《〈千家诗〉七言绝
句校议》（《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6年第6期）也承认《太平寰宇记》有此传说，
但称《清明》诗“由于书阙有间，至今作者未能考
定”。据郎永清《“杏花村”地望之争辨析》（《中国地
方志》2003年第3期）所考，遍检刘永翔、刘学锴
所说的乐史《太平寰宇记》四库全书本及古南京地
方志，均无“杏花村”和“杜牧沽酒处”的记载，此传
说当源于清嘉庆十六年（1811）《新修江宁府志》
上“《寰宇记》谓即杜牧沽酒处”的讹传。笔者查核
中华书局1999年影印《宋本太平寰宇记》和中华
书局2007年王文楚点校本《太平寰宇记》，亦一无
所获。不知二刘所据何本？可见，罗文以乐史《太平
寰宇记》来推定北宋初年已将《清明》归于杜牧，难
以令人信服。

罗文最重要的力证是宋初宋祁《锦缠道》词对
《清明》的化用，然该说实也存疑。卞东波《〈清明〉
是杜牧所作吗？》（《文史知识》2006年第4期）认
为，《锦缠道》为“宋祁受杜牧诗影响而成”，“目前
在文献上还没有找到依据”。更有甚者，《锦缠道》

是否为宋祁所作亦未成定论。纪永贵《重审杜牧
〈清明〉诗案》（《池州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详
考出“宋祁对这首词的著作权是明末才被提出来
的”。向以精审著称的唐圭璋也不属之于宋祁名
下，中华书局1965年出版经王仲闻补订的《全宋
词》，将《锦缠道》列为“存目词”，附注：“无名氏作，
见《草堂诗余》前集卷上。”（第117页）若《锦缠道》
为宋祁所作，情理上也讲不通，因为宋祁于1061
年去世，田槩熙宁六年（1073）三月编定《樊川别
集》，如果宋祁见过《清明》，而于《锦缠道》下阕化
用为：“问牧童、遥指孤村道：‘杏花深处，那里人家
有。’”同样博闻强识且编有《京兆金石录》的田槩
焉能不知？

缪钺、罗时进、陈尚君等学者从音韵学、文献
学、诗歌风格学等角度质疑甚至判定《清明》非杜
牧所作，缘由便是杜牧外甥裴延翰编的《樊川文
集》和宋人辑的《别集》《外集》及清人整理的《全唐
诗》、冯集梧的《樊川诗注》，均未收录此诗。罗文
也坦称“仅仅从文献角度来看，《清明》确实来路不
明”，在讨论《清明》的诗题由来、诗选收录时，于文
献上、学理上也有可议之处。

罗文以为“诗题《清明》可能是由首句的前二
字‘清明’摘录而成”，“也许正是《清明》诗与清明
节全无关联，《锦绣万花谷》的编者，才会一方面将
《清明》称为‘唐诗’，一方面又将《清明》的诗题改
作《杏花村》。”众所周知，唐代诗人对诗题拟定已
有高度自觉，更不用说宋人。作为类书的《锦绣万
花谷》《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均以类相

从，绝不能将“类名”完全等同于“诗题”。《锦绣万
花谷》后集卷二十六“村”类，下列花柳村、浣花村、
杏花村、朱陈村、客愁村、江村、孤村等，名下再选
录诗句。“杏花村”实际上是按内容而标设的类别
名。《锦绣万花谷》的编者事实上并未将“《清明》的
诗题改作《杏花村》”。首次题名“清明”且置于杜
牧名下的，是成书于宋元之际的《分门纂类唐宋时
贤千家诗选》，而第一次收录该诗的《锦绣万花谷》
后集成书于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至南宋末年
之间，哪有前人依据后人“将《清明》的诗题改作
《杏花村》”之理？

罗文又称：“《锦绣万花谷》不会无缘无故称
《清明》（《杏花村》）为‘唐诗’，来路不明并不直接
等于或者完全等于其诗不真。”从诗选文献学的角
度来推导出《清明》的作者归属，无疑是最令人信
服的正道。据陈尚君、卞东波称，目前所见最早收
录《清明》的，是南宋佚名编的《锦绣万花谷》后集
和稍后成于理宗宝祐五年（1257）谢维新编选的
《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前者标“出唐诗”，后者标
“古选诗”，均未署作者名。二书征引虽广，但出处
标注不够严谨。罗文说“《锦绣万花谷》不会无缘无
故”，言下之意署记“唐诗”极为可信且可靠。据覆
核，《锦绣万花谷》有6处署“唐诗”，其中本属宋诗
的就有3处，如与《清明》同卷的“春水（雨）断桥人
不渡，小舟撑出柳阴来”，实则出自徐俯的《春日游
湖上》。选家之粗疏可见一斑，故《锦绣万花谷》所
标出处绝不可全信。

杜牧先前自焚诗稿十之七八，病重时委托裴

延翰编集。裴氏穷搜冥讨二十年，“比校焚外，十
多七八”（《樊川诗集注》卷首裴延翰《樊川文集
序》），也未收录此诗。北宋初的田槩亦未得见。
从南宋初期洪迈的《万首唐人绝句》到之后林清之
的《唐绝句选》、柯梦得的《唐贤绝句》，均无《清明》
的身影。一次次落单，是无法都用偶然性来解释
《清明》突然来路光明正大的。若《清明》是杜牧所
作，则无法解释《锦绣万花谷》7次未署“出杜牧”
却标此诗“出唐诗”，更无法解释署“杜牧”多达
140多处的《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偏署此诗出于

“古选诗”。《锦绣万花谷》《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确
有粗劣之处，而《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更
是一部书坊造假伪托之作。三书在文献来源上错
乱较多，在《清明》的出处标注上却呈现三种不同
指向。偏信最晚出“甚至连诗作者的姓名也常常
张冠李戴”（见刘永翔一文）的《千家诗选》，这在逻
辑上也讲不通。即便如罗文所言，存在像韦庄《秦
妇吟》因某种机遇而重见天日的可能性，但不能忘
了，王国维是因为熟稔韦诗名句“天街踏尽公卿
骨，内库烧为锦绣灰”而觅得真经。《清明》朗朗上
口、雅俗共赏，想一一避开裴延翰、田槩、洪迈等一
系列“寻宝人”的火眼金睛，谈何容易？

《清明》的作者是杜牧吗
●谢海林

清代刘开《问说》有云：“朋友之交，至于劝善
规过足矣。”成语“劝善规过”即源于此，比喻勉励
学好，规劝改正错误。

“劝”是一个形声字，从力，雚声。“力”表示用
力、努力之义；“雚”同“鹳”，指一种鸟，甲骨文像
睁着一双大眼的鸟在观察，因此整个字可以理解
为看着对方努力，勉励他人从善。《说文解字》注：

“劝，勉也。”“规”是一个会意字，从夫、从见。“见”
与“夫”结合在一起，就是人们接受外界监督、诉
说内心准则的外在呈现。《说文解字》注：“规，有
法度也。”有法规、准则等义项，引申指郑重地告
诫、劝说，如“规劝”。

道义相砥，过失相规，这样的朋友，被称为
“畏友”，即值得敬畏的朋友。韩愈与柳宗元志同
道合，在“古文运动”中相互勉励，结下了深厚的
友谊。韩愈在编《顺宗实录》时，曾对自己任史官
一职心有忐忑，写信给柳宗元说：“为史者，不有
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表示
自己畏祸惧刑不愿为史。柳宗元很快回了一篇
《与韩愈论史官书》，一面直言不讳地批评他“不

直、不得中道”，不敢担当；一面推心置腹地鼓励
他要忠于职守，做一个刚直不阿的好史官。韩愈
读罢，受教而悟。

《弟子规》有云：“善相劝，德皆建。过不规，
道两亏。”不止朋友，上下级之间都应相勉为善，
共同建立起良好的道德修养；如果看到过失而不
规谏，那么彼此的道德都有缺陷。春秋时期，齐
景公身穿狐皮大衣，跟晏婴说“雨雪三日而不
寒”。晏婴趁机劝谏：“古之贤君，饱而知人之饥，
温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劳，今君不知也。”景

公顿悟其意，忙命人发放皮衣、粮食给那些挨饿
受冻的人。孔子听到后都称赞：“晏子能明其所
欲，景公能行其所善也。”意思是说，晏子能阐明
他的愿望，景公能施行他认识到的德政。

劝善规过需要智慧，规劝的方式不仅仅是语
言，还有身范。东晋名将陶侃年轻时曾任鱼梁
吏，管理渔业。有一次，他叫人送了一坛官府的
腌鱼给母亲吃。未料母亲如数退还，并附信道：
用公家的东西给我，不但不能让我高兴，反而增
加了我的担忧！这种方式颇有成效，陶侃受母亲

影响，一生清正不阿，成为军政重臣，为稳定东晋
政权立下赫赫战功。

劝善规过，是相助，更是相长。1918年由毛
泽东、蔡和森等人发起成立的新民学会，以“革新
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倡导会
员之间互相视过、劝善规过、相互砥砺、共同提
高。毛泽东在致信会友彭璜时，就直言不讳地
指出了彭有“言语欠爽快，态度欠明决，谦恭
过多而真面过少”等十个缺点。而他在信中也
自我批评说，“除一、三两条及第五条弟自信所
犯不多外，其余弟一概都有”，最大的缺点是

“意弱”。正是这种自省、他评，相互建言、坦诚相
见的学习方式，大大提升了会员的能力和素质。
他们中很多人后来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

古语言：“士有诤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
诤子，则身不陷于不义；夫有诤妻，则身不入于非
道。”党员干部应当树立正确的人际观，与人以诚
相交、坦诚相见，相互砥砺品德、取长补短，在批
评中互相促进，在交流中共同成长。

劝 善 规 过
●周爱华


